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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秦雍城是秦“九都八迁”过程中的一处建置时间最长的正式都城，为秦国逐渐走向强盛之里程碑。８０年来取

得的大量考古资料显现出这座城市所具备的多功能化要素及特征，它既体现了早期城市以自然环境作为适从条件的

普遍原则，又反映出秦国面对复杂外部袭扰环境而以完备城防设施作为首选的自身特征。秦雍城由城址、秦公陵园、

国人墓葬、郊外建筑及远郊“野人”聚落形成的总体格局，以及各自的摆布规律，对后代都城营建形成了借鉴作用。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Ｙ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ｓｉｔ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Ｌａｙｏｕ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Ｙ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ｅｓｔ　ｔｉｍ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　ｎｉｇｈｔ　ｔｉｍｅｓ”．Ｔｈｉ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ｓ　ａｌｓｏ　ａ　ｈａｌｌｍａｒｋ　ｗｉｔｎ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ｉｎｎａｃｌｅ　ｔｏ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Ｑｉ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ｈｅｒ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１９８０＇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ｔ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ｅｍｂｏ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ｔｈａｔ　ｅａｒｌｙ　ｗａｌｌｅｄ－ｔｏｗｎｓ　ｈａｖｅ　ｔｏ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ｏ　ａｄｏｐｔ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ｉｎｇ　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ｆｉｇｈ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ａｕｓｔｅｒ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Ｙｏｎｇｃｈｅｎｇ　ｓｉｔｅ　ｃｏｍｐｒｉ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ｌｌｅｄ－ｔｏｗｎ，ｍａｕｓｏｌｅｕｍｓ　ｏｆ　Ｑｉｎ　Ｍａｒｑｕｉｓｅｓ，ｇｕｏｒｅｎ （ｔｏｗｎｓ－

ｐｅｏｐｌｅ）ｃｅｍｅｔｅｒｉｅｓ，ａｎｄ　ｙｅｒｅｎ（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ｅｏｐｌ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ａｙｏｕ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ｅｃ－
ｔｉｏｎ　ｄｉｄ　ｏｆｆｅｒ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ｕｐ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　ｄｒｅｗ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ｌａｔｅｒ　ｐｅｒｉｏｄ．

　　春秋初年，自第一代国君襄公被封诸侯之后
的近六百年间，秦国历经了西犬丘（西陲）、秦邑、
汧、汧渭之会、平阳、雍城、泾阳、栎阳和咸阳等多
处都、城、邑，史称“九都八迁”。为实现“包举宇
内，囊括四海”，“子孙饮马于河”的宏大理想，秦
人以包容和开放性的政治心态，横扫六合，建立
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封建帝国。秦
国辗转迁徙发展的过程，不断谋求着新的更多发
展空间，从弱到强，从强到盛。如果说，当初秦国
在陇东地区拉开了自身发展的历史序幕，那么后
来东出陇山，向关中挺进，尤其在经过反复选择
定都雍城后才有了统一六国、让子孙饮马于河的
强国梦想。历史文献对雍城的记载较为简略，或
先前某些考述方面还失之偏颇，所以早在上世纪

２０年代之前，世人对这处秦都知之甚少，而始于

３０年与斗鸡台同期的考古人进驻雍城，直至今
日历经了工作启蒙、初期探索、全面辉煌及巩固
转型等几个时期，也正是这８０年来几代考古工

作者鼎力传承，才逐渐揭开了这座历史古城神秘
面纱［１］。几十年来，秦雍城考古工作取得了，分
布范围约５１平方公里，由城址、秦公陵园、国人
墓葬区和郊外秦汉建筑遗址构成的雍城文化遗

存布局的轮廓伴随着考古工作深入开展而逐步

清晰显现，使之成为目前全国东周时期各列国都
城中保存最为完好、对其研究认识也较深入的一
座，成为以都城为背景研究秦文化的重要参
照。　　
笔者根据多年来所取得的大量考古材料，并

结合文献记载，提出对秦雍城整体布局方面的初
步认识。

一、具有完备城防优势的城内多功能体系

雍城是当时秦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
心，位于今凤翔县城中心以南。城址南北长

３３００、东西宽３２００米，总面积约１１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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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
郑宫，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沿雍河旁而
居”是最早因为遗址本体面貌不清时人们对其位
置的大致判断，当时所期望发现的也当然只是一
座古城的存在可能，如最初于上世纪３０年代前
北平中央研究院学者在发掘宝鸡斗鸡台“瓦鬲
墓”期间，因驻扎于当时的府城凤翔，曾沿雍水河
畔探寻文献上所说的秦雍城［２］；自上世纪５０年
代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渭水队和陕西省考
古研究所先后将雍城列为渭水流域重要的考古

调查目标，这一工作时段所关注的目标仍然是寻
找“城”，但是由于时隔两千五、六百年之后，地面
上有关城的踪迹几乎荡然无存，加之当时秦文化
考古工作刚刚开始，有关遗存的内涵特征、遗址
面貌并不为人所了解，所以在初次见到古代城墙
和建筑材料之后，自然把位于雍水河沿岸的“南
古城”与“西古城”作为秦雍城的宫城所在［３］。其
实现在看来，上述两地虽位于今天已确认的秦雍
城遗址范围之内，其中也包含着东周时期的遗
物，但其主要文化遗存从时代上讲并不是东周时
期，当然就不具备秦雍城宫城的属性，判断它可
能系西汉时期雍县县邑或者同期官署一类建筑。
当时也在南古城村周边做过小范围的调查，发现
了有关秦雍城的遗存迹象［４］，前贤在这一时期历
经了艰难困苦的创业期，也为嗣后以“南古城”河
雍水河为基本坐标而继续寻找雍城城址铺垫了

坚实的基础。上世纪７０年代秦雍城大规模考古
工作延续，这一时期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主导，
在前人的基础上对雍城城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

查、钻探和发掘，初步摸清了雍城的位置、规模；
提出了城内存在三大宫殿区的基本判断，在此基
础上发现并发掘了西城墙遗迹、马家庄秦宗庙遗
址、朝寝建筑遗址和姚家岗凌阴遗址等，这一时
期在秦雍城遗址范围内获得的丰富标识性考古

材料与认识，使秦雍城城址区的格局开始显现出
来［５］。本世纪以来，按照新时期大遗址考古工作
的总体要求，根据秦雍城的具体现状，尤其参照
了既往“宏观”所取得的考古工作成就，确立了
“微观”工作以“进一步准确了解该遗址的范围、
总体布局、各遗迹位置、内涵性质与结构、历史
沿革、保存状况”的思路，这一时期对城址区全
面调查取得了突破性认识，布局已基本清晰显

现，性质明确的相关遗迹如城市道路、宫殿建
筑、聚落、作坊、环境因素等，使城内各功能区的
空间摆布展现出这座秦都城所具备的典型性特

征［６］。
目前对雍城城址范围和四至基本确定，其主

要的遗迹标识为周边残断的城墙以及与之相关

联的自然环境如地貌、河流等。
秦国早期不断迁徙都邑的主要原因是摆脱

来自外部的军事袭扰，以寻找安全的生存与发展
空间，所以雍城地理环境符合秦国择都的首选条
件及要求，这也是自秦宪公、武公两代国君在平
阳短暂停留之后，德公迁都雍城的主要缘由。考
古工作至今没有发现战国以前秦城有修筑城墙

的实例，有学者曾提出从秦公陵园兆沟的发现中
推断当时是以大河、沟壑作为城周环护设施的观
点，后来实际考古工作逐步证明这种认识是符合
情理的。通过最新考古调查发现［７］，初期雍城外
围分别以四周的雍水河、纸坊河、塔寺河以及凤
凰泉河环围。由于当时的河水丰沛，河谷纵深，
自然河流便成为“以水御敌于城外”的主要城防
设施。这种情形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子山
秦西犬丘城的防御体系如出一辙，这当是文献所
说“城堑河濒”，即以水围城，并将临水的河谷挖
深，使河堤陡直、河岸增高以加强城防安全系数，
同时堑于河内的泥土堆积于岸边也起到抵挡河

水上岸的作用。
战国时期，形势突变，列国并存，群雄争霸，

战争频仍，攻伐谋略上升，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秦
国在原“以水御敌”基础上再构筑了城墙及相关
辅助设施。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对城址进行考古调
查与勘探时，经解剖证实早年所发现的南北向夯
土墙基为雍城西城墙北段的一部分，同时又新发
现了属于雍城东、南、西、北四边城墙的残段遗
存，初步确认了雍城城墙的基本走向。西墙目前
保存较好，南墙沿雍水河方向修筑，蜿蜒曲折东
墙紧依纸坊河，北垣大部为今县城所压，仅在今
凤翔县城内发现部分墙体遗迹残断［８］。雍城城
外除东、南以纸坊河、雍水等自然河流为天然屏
障外，还在西墙外侧开掘了人工城壕作为防御设
施的一部分，以补充因该区域雍水河面宽阔、河
堤较浅而防御性较弱的不足。关于城墙的确切
走向与结构，据最新大遗址考石调查结果，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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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已知各城墙遗迹点的梳理与拼合连接，合围成
不规则梯形，与早年的认识基本吻合。经解剖性
勘探，城墙墙体宽度为８～１４米不等，其构筑方
法则为中、里、外三重分别建造。在墙体夯土层
内发现秦雍城初期陶片，以此推断如《史记·秦
本纪》“悼公二年，城雍”记载的可靠性，即秦国在
都雍城近二百年之后才正式构筑城墙。在修筑
的城墙里侧一周，因筑墙取土所形成的与城墙走
向平行的沟壕，与城墙形成了多重防御屏障。
通过对城址及其周边地理环境考察，发现城

内布局顺应了当时的自然环境。由于雍城西北
高，东南低，加之从北部雍山一带的水流通过白
起河及多条河流穿城而过，使当时的雍城成为
“水”中之城，从而形成了当时城内布局“顺河而
建，沿河而居”的情景。河流成为当时城内便捷
的水上通道，河堤沿岸往往有临河道路，同时城
内各条道路纵横交错又相互连接。调查发现当
时临河而建的聚落形成多个相对集中的片区，沿
河而居则方便地利用了向河中自然排洪的功能，
同时通过地下引水管网将河水引向城中各个区

间，用作诸如作坊生产、聚落生活以及苑囿池沼
用水等。对一座具有多功能的秦都城来说，道路
与街区是其基本骨架，它是一座城市不可或缺的
重要构成，明确了道路系统，对于厘清整个城市
布局至关重要。上世纪有学者曾做过初期工作，
并提出“四纵四横”的观点［９］，但遗憾的是缺乏地
层学与类型学的比对数据，因为在城址范围内曾
有历代沿革，各时代道路错乱叠压，而从中梳理
出真正属于秦雍城时期的路况信息才是解决问

题之关键。近年在相关发掘中对此问题的探讨
终于获得一些重要的信息，当时在秦雍城城址北
部共发掘出６处古代道路遗迹，这几段古代道路
分别处在不同的层位下，按历年来在雍城遗址确
立的地层年代关系，压在②层下即为明清时期的
道路，路面宽４～５米，路土中包含瓷片及明清时
期砖瓦碎片等；压在③层下即为唐宋时期的道
路，路面宽３～４米，路土中包含同期瓷片、砖瓦
等；压在④层下即为汉代道路，路面宽１８～２１
米，路土中包含东周时期瓦片、西汉时期砖瓦碎
片等；而压在⑤层以下，生土之上的即为雍城时
期道路，路面宽９～１１米。虽然当年将发现的道
路信息几乎都排除在雍城道路之外，但却对随后

针对秦雍城时期道路开展工作提供了明晰的指

向和参照［１０］。近年对秦雍城道路系统做专门调
查时发现，因城市布局“顺河而建，沿河而居”的
特点，道路也往往形成“顺河而设”的走向与格
局，不过还有各功能区间的互通道路，尽管不临
河，也仍然是城内的道路系统组成部分，越河的
地方应该存在搭建的木桥。
整合历年来雍城城址考古调查资料，发现具

有大型宫室结构的遗迹至少有三处，即最早发现
的马家庄三号建筑遗址，也称“朝寝“遗址，因其
与东侧的秦宗庙遗址成东西并列，符合“左祖右
社”的制度。关于其性质，据《仪礼·释宫》之解
释：“周礼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宫南乡而
庙居左，庙在寝东也。”韩伟先生在《秦公朝寝钻
探图考释》一文中，对马家庄三号建筑群各部位
名称进行了推定，对各门及有关建筑的形制、功
能进行了探讨。认为马家庄三号建筑的五个院
落即为五重曲城，五个门庭即所谓皋、库、雉、应、
路五门，并以此证实先秦时代的天子五门制度及
秦公的僭越行为。韩伟先生同时还考证外、治、
燕三朝的位置及功能等，该建筑群的年代为春秋
中晚期［１１］。与三号建筑遗址成为组合关系的为
一号建筑被确认为秦宗庙遗址，这是目前经考古
发掘确认的唯一保存完好且与先秦文献记载吻

合的礼制建筑［１２］，因此这一区域也被列为马家
庄宫区；在马家庄宫区的临近西侧的姚家岗村
东，因为早年也曾发现过与马家庄同期的建筑遗
址、凌阴遗址和铜质建材构件窖藏遗迹，所以将
其列为另一宫区，即姚家岗宫区。经近年来进一
步调查，姚家岗的上述遗迹其实系马家庄宫区的
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在姚家岗发现的其它遗迹则
时代较晚，且不存在像马家庄一样的多进院落的
宫室，当然不能单独成为宫区。最近对城址区进
行大规模调查时，在城址区的东南瓦窑头村一带
发现了一处有多进院落结构特征的大型宫室建

筑，该建筑残长１８６米，有“五门”、“五院”、“前朝
后寝”的格局［１３］，与马家庄朝寝建筑外形相似，
但结构更复杂，又与岐山凤雏村宗庙遗址四合院
式的组合相类同［１４］。根据文献记载及参阅相关
研究，这组建筑由外及里可释为五门、五院。有
屏、门房、厢房、前殿、大殿、寝殿、回廊、偏厢房、
阶、碑、阙等建筑单元。从所处区域地层堆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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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建筑板瓦、筒瓦判断，该组遗址应早于马家
庄朝寝建筑，而晚于岐山凤雏村西周宗庙建筑遗
址的年代，属雍城早期宫室建筑。这一发现初步
显现出秦早期传承周制的寝庙合一组合模式。
按照秦国庙寝制度的演变趋势，从春秋寝庙合一
发展到春秋中晚期庙寝分开并列，再演变到战国
以后为突出天子之威，朝寝于国都中心，将宗庙
置于南郊的情形。过去在雍城城址北部的铁丰、
高王寺一带也曾发现过一处多进院落建筑，因位
于今县城在建区，未得以完整保存。从采集的建
筑材料如槽形板瓦、筒瓦、虎雁纹瓦当和战国铜
器窖藏出土的镶嵌燕射壶、敦、盖豆、盘、匜、提梁
壶、甗等观察，推断其时代当为战国中晚期，这当
是雍城作为都城后期宫区所在。上述三大宫区
的发现说明雍城置都的三百年期间曾存在拆迁

异地改建宫室的过程，这一发现为探讨秦国城市
最高礼制建筑的渊源、传承与发展脉络提供了重
要的实物资料。从三者的早晚关系看，瓦窑头一
带系目前雍城营建最早宫区建筑，之后是位于其
西北方向的马家庄宫区，最后则是位于最北端的
铁丰———高王寺宫区，从这一情况分析，雍城的
城市规模是从东南部逐渐向北、西北部扩大的。
据目前正在进行的马家庄及周边区域“微

观”性考古调查与勘探，已在原先基础上有较多
新的发现，待材料公布之后，将会对域内宫区布
局产生更新的认识。
历次考古调查均发现，在上述每一处宫区范

围内都存在另外两个层次的建筑，一类是较大型
的建筑，有夯土基础和大量陶质建筑材料；另一
类则是较为密集的聚落型建筑，或为中小型地面
居室建筑，或为半地穴居室结构，这些与宫室形
成单元性组合体系。据《史记·秦本纪》记载：
“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又据《史记·秦始
皇本纪》后附《秦记》：“康公享国十二年，居雍太
寝；共公享国五年，居雍高寝；景公享国四十年，
居雍高寝”；“桓公享国二十七年，居雍高寝”；“躁
公享国十四年，居雍受寝”。在雍城城址范围内
目前发现时代与文献吻合的三处宫室可能是上

述记载中的三个“寝”，即瓦窑头为康公所居之高
寝，那么康公之前的德公、宣公、成公、穆公也当
居于此宫；马家庄即为自桓公前后若干代秦公所
居之雍太寝；铁丰—高王寺为躁公前后若干代秦

公所居之雍受寝。按此推断，若大型建筑与寝宫
有关，系秦国王权中心，为秦公所居，那么中型建
筑或为国家官署和贵族居室，小型建筑或为国人
居所。这种等级建筑组合反映出当时城内所居
者当包括秦国国君、秦国贵族和所有阶层的“国
人”。传统的观点认为城内仅为王者所居，平民
当居于城外，然多年在城外却始终未见“国人”所
居的踪迹，只见其死后葬身的墓地而已。通过此
次发现对秦都城内也有“国人”所居的观点提供
了依据，也为当时秦国社会组织结构研究提供了
重要参考。
作坊是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次考古调查

先后于雍城城墙内外发现各种手工业作坊多处，
如在史家河、马家庄和今凤翔县城北街一带发现
青铜作坊遗迹的线索；炼铁作坊在史家河、东社、
高庄一带；制陶作坊发现于城内豆腐村、铁丰、瓦
窑头以及雍城城外的姚家小村、八旗屯等地；陶
制生活用器则发现于邓家崖东岗子一带。作坊
一般分布于四周城墙的内侧，作坊临近的小型建
筑可能为工匠族系所居。在“城堑河濒”的内侧，
但却属于城墙外侧的城边一带，曾发现多处如邓
家崖、瓦窑头国人墓地，而且墓葬往往打破作坊
遗址，这说明当初选择都城时河的内侧即为城
内，作坊布局于此，当后来正式修筑城墙时将边
角区域置于墙外，这里自然又变为城外之地，作
坊随之弃用，而改作城墙外侧国人墓地之用。与
此相反的是，在城址北区发现的如雷家台、翟家
寺等地小型秦墓葬的时代却早于该处的建筑遗

存，推断这里之前也为城外，是后来扩大城市规
模时才将其纳入城市新区范围，而墓葬区在建城
之前业已形成。
在城址区范围内，各聚落之间形成广阔的空

隙，其间除道路遗迹外，没有发现雍城时期的人
群居住、作坊或其它活动遗迹，推断其用途当为
农田区域。从环境角度考察，当时雍城城外广袤
的郊野虽土地肥沃，却是苑囿之地，而粮食支撑
可能来自城内宽阔的土地，这种情形在当时战事
紧张时显得尤为重要。雍城城外及穿越城内的
多条河流，提供了丰沛的水资源，也使当时的雍
城成为一座水上之城，加上城外植被茂密的林区
环境，为雍城提供了富实的渔猎经济，这种多元
性经济结构壮大了秦国国家实力，成就了秦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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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城蓄势之后继续东扩的愿望。
随着对雍城城址的全面调查，过去对一些文

化遗存的传统认识也发生变化。诸如早年在城
址北部的高王寺村西经考古调查勘探发现一近

似于长方形的封闭空间，四周为夯墙，四周墙上
有门，面积达３万平方米左右。有学者根据《周
礼．考工记》所记载的“前朝后市”的布局原则，并
结合出土战国早期至秦汉之际文物标本，初步推
断为当时的“市场”［１５］。根据近几年城址调查结
果，当初所谓“前朝后市”的位置关系是因其在马
家庄宫室的北侧而得出的结论，但是两者的年代
一早一晚，难以对应。如果依据文献记载将其看
做三大宫区中躁公时的“受寝”组成部分则较为
符合情理，而各宫区所谓“后市”当在各自主宫殿
建筑的北侧近距离处。再如今凤翔城内毡匠巷
的“秦穆公坟”遗址，曾因清代毕沅根据讹传而写
题额得名，这是近于方形的高大夯土台，出土有
红烧土、路土、凹字形板瓦、筒瓦等，经近期调查
确认，该遗址实际上不是墓葬，更不是“秦穆公
坟”，它原本可能系北垣之上墙垛结构，或者为城
墙临近的城内高台建筑，其结构系夯筑，为正方
体的内收多级台阶，已知四面底座边长均为３８
米，“城内建立突出的土台基址，成为我国春秋
战国时期都城的重要建筑特征”［１６］，土台的用途
可能与文献中秦国国君登高瞭望、迎见礼仪用途
有关。还有像城址北部的“三良塚”遗迹，传为秦
穆公时期的臣僚之墓，经重新考证后也当为晚代
墓葬。
在今凤翔城以北的小沙凹村曾出土楚国宗

庙之器，这里可能是秦国举迁楚国贵族在雍城城
外居住的佐证［１７］。

二、规模恢弘且承前启后的秦公陵寝

雍城南郊三畤塬上的雍城秦公陵园是目前

所知最大的秦国国君陵寝之地，自秦穆公起当有
多位秦国国君葬于此。陵园不仅是秦公的安享
之所，同时因其优美的自然环境而成为秦国贵族
缅怀祭祖、教习骑射与围猎之场地。自上世纪

８０年代起至上世纪末，对雍城秦公陵园经历了
三次大规模勘探与发掘［１８］。目前已钻探出的５１
座大墓，平面形制可分为丰字形、中字形、甲字

形、凸字形、刀把形、目字形、圆形等七个类型，其
中丰字形、中字形和甲字形为大墓，其余形制皆
为外藏坑。根据陵园内的兆沟布局，可将目前勘
探出的结果分为１４座分陵园，每座分陵园由数
量不等和类型不同的大墓组成。整个陵区应被
一个外围兆沟圈起，其内侧两重兆沟可分为双兆
形（即以内兆环围主墓墓室，中兆环围主墓及车
马坑）、单兆形（即中兆环围主墓及车马坑，不设
中兆沟）、组合型（即多个陵园共用中兆或陵园中
包含着另外一座陵园）［１９］。雍城秦公陵园为“平
地起坟，不封不树”，主墓墓上有建筑及享堂。陵
园大多坐西朝东，仅十四号陵园坐北向南。１座
丰字形和２０座中字形大墓作为陵园内主墓居于
各分陵园的右或中部，３座甲字形、１座刀把形大
墓作为祔葬墓依次排列在左下方，８座凸字形、

１８座目字形车马坑排列在右前方。与其它先秦
诸陵园相比，雍城秦公陵园不仅规模宏大，而且
布局规整，它与之前和后来的秦陵园形成了具有
持久性、继承性、完整性、独特性的秦国陵园体
系，其反映了秦陵园从集中公墓制即所有墓葬均
集中于规划的陵区之内，向着独立陵园制及各陵
园以兆沟相互隔开的发展过程［２０］。
秦公一号大墓系目前在雍城秦公陵园内唯

一被发掘的墓葬实例，成为直观了解秦公陵园性
质与内涵的典型材料。该墓平面为中字形，坐西
向东，全长３００、深２４米。墓室由主椁室、副椁
室、箱殉７２具、匣殉９４具等组成。该墓虽屡经
严重盗扰，但仍出土铜、铁、金、陶、玉、漆器及纺
织品等各类文物三千余件。根据墓中出土的石
磬刻文，基本确定大墓的墓主为春秋晚期的秦景
公。椁室中南北两壁由带有榫头的柏木椁板组
成长方形箱式主椁，初步认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
一套“黄肠题凑”葬具，大量的殉人与殉牲、用于
助葬的木质“墓碑”等对于研究秦国国君丧葬礼
仪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在秦公一号大墓东
南方向为凸字形车马坑，系同期埋藏的外藏坑，
在西墓道南侧曾发掘出属于大墓的车马与人牲

祭祀坑［２１］。
在传统认识基础上进一步以“微观”方法对

雍城秦公陵园进行细部调查与勘探工作，是新时
期雍城大遗址考古工作目标之一，工作初期曾尝
试随机选择１４座秦公陵园中的一、六号陵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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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实验性复探，最终结果在一号陵园中兆沟紧邻
外侧东北方向新发现４４６座同期或年代晚于该
陵园的中小型墓葬，其中“目”字形中型墓葬９
座，其余４３７座为小型墓葬，没有发现环绕小墓
周边的兆沟；之后又在六号陵园发现与一号陵园
具有相同规律，也在园中兆沟紧邻外侧西南方向
的７０３座同期或年代晚于该陵园的中小型墓葬，
其中“目”字形中型墓葬多达２９座，其余６７４座
为小型墓葬，同样没有发现这群中小型秦墓周边
的兆沟。随后为确认环绕在秦公陵园兆沟外侧
中小型墓葬的布局、性质、年代及沿革情况，又对
六号陵园中兆沟外侧的５座中小型墓葬进行了
考古发掘。虽然所发掘对象均遭严重盗扰，但从
布局关系上表明在中型墓葬的东南方必有一座

陪葬车马坑存在，根据对秦墓葬层次结构的传统
认识，以单一车马坑陪葬是秦国贵族墓葬的显著
标志，而发掘出的中型墓葬与车马坑主人的较高
等级身份说明在整个墓群中包括少数贵族墓和

大批平民墓葬。从出土的茧形壶、陶盂、陶罐器
形上判断为战国早期。再从整个中小型墓区分
析，战国早期可能是它的上线，群内还有少数偏
洞室与直线洞室墓存在，说明该墓地沿用时间较
长，可能延续到战国末期［２２］。
通过这两座陵园选择性复探，在传统基础上

对雍城秦公陵园有了新的认识：首先，由于在陵
园中未发现新的“中”字形秦公大墓，说明在整个
雍城已发现的２１座“中”字形大墓数基本与当时
在雍城执政的秦公人数相吻合或超出，似乎也在
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中字形大墓可能为秦公陵墓

的判断，对于目前在整个雍城秦公陵园内仅发现
的３座甲字形大墓，从陵园制度的规律性讲，过
去认为此类墓系秦公夫人墓的观点从情理上讲

较为牵强，认为是未享国的太子墓的观点似有可
能。其次，基于最新的陵园复探结果，既往在陵
园兆沟之内往往被通称为大墓的遗迹，除“中”字
形和“甲”字形为陵墓外，其它形制的则不是墓
葬，而分别为秦公陵园的车马坑与祭祀坑，这就
说明当时在秦公陵园的兆沟之内埋葬的墓主人

可能只有享国的秦公或未享国的太子。那么秦
公与夫人是合葬还是同茔异穴？秦国宗室贵族、
军功大臣又葬于何处？如果夫人、宗室贵族、军
功大臣不葬于中兆沟之内，那么应该就在中兆沟

之外的中小型墓群内。根据整个秦公陵园布局，
这些墓群被陵园外兆沟所包围，从布局上来看必
然与陵园有关系。根据目前掌握的考古材料推
测，他们若不是以从死从葬的身份葬于秦公大
墓之内，就有可能葬于兆沟以外的中小型墓群。
再次，过去认为秦公陵园是“公墓”，而国人墓地
为“族墓”，二者属性不同，相互分开。从新发现
看，整个雍城秦公陵园如西村、立卜务、黄家庄
等 “族墓地”，均可能与秦公陵园呈现组合关
系，这些墓地靠近陵园，可能是秦公或大臣的族
人。
未来大规模“微观”性的考古工作可能会发

现更多新材料，使我们对雍城秦公陵园的认识更
加深入，诸如在南指挥和三岔这两个陵区之间的
工作空白区间，目前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兆沟迹
象，倘若再发现更多的陵园和大墓，那么大墓数
更多地超出了雍城执政的秦公人数，那么对大墓
墓主身份将重新界定，因为当时实行“一公一
陵”、秦公夫妇同茔异穴似乎更加合理。
文献中秦国墓葬制度当体现“事死如生”的

理念，秦以西为上尊方位，雍城秦公陵园内各分
陵园之间的摆布是否显现这一特征［２３］。同时在
宗庙内秦君是按照昭穆之制排列的，那么陵园内
是否也存在同样的位置关系，这是今后要继续关
注的问题［２４］。

三、环城四周聚族相葬的国人墓地

对国人墓葬的发掘开启了早先对雍城的直

观认识和研究秦文化的大门。雍城周边千余座
东周秦墓系统地反映了从春秋早期到秦代５００
多年间秦人埋葬习俗的演变过程，以及呈现多元
化特征的社会组织结构变迁，国人墓葬出土大量
对时代敏感的陶器，成为秦文化分期的重要参
照。
既往在雍城发现的国人秦墓均分布于南郊

的雍水河畔，如八旗屯春秋墓群［２５］、高庄战国至
秦代墓群［２６］、西村战国墓群［２７］、南指挥墓群［２８］、
上郭店墓地［２９］、黄家庄墓地［３０］以及孙家南头春
秋秦墓群［３１］。当时这一区域被认为是雍城国人
墓葬唯一分布区［３２］。
近年来考古调查与发掘则显示出国人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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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绕在秦雍城城址周边的整体分布规律，或者墓
葬与城内聚落之间在布局上存在的某些对应关

系，改变了过去认为国人墓地仅在城南雍水河两
岸分布的传统观点。
经类型学比较，处在雍水河以南的国人墓地

如八旗屯、高庄、西村以及南指挥陵区、六号陵园
兆沟外侧墓群等均呈现规模大、延续时间长、墓
葬间层次结构区分明显、各墓地之间墓葬特征统
一相近的特点。这些墓地靠近陵园或在已知陵
区之内，墓主人包括官吏、贵族和族系成员，从人
口数量和族系规模上讲是秦国社会主流；而址城
周边国人墓地如邓家崖［３３］、六道村［３４］、瓦窑头、
雷家台等均呈现规模小、延续时间短、层次结构
区分不明显、文化属性单一、各墓地之间墓葬特
征殊异的特点，如位于东墙外六道村墓地均为无
随葬器物的偏洞室屈肢葬墓，而位于西城墙一带
的则是随葬少量不成组合关系陶器的浅竖穴墓

葬，而城北田家庄秦墓则是目前在雍城郊外最远
距离所发现的秦国国人墓葬，仅随葬泥器［３５］。
上述墓地从分布状况显现出“聚族相葬”的特征，
这些墓地往往分别靠近城边的作坊区，墓地成员
生前可能从事相应的手工业生产活动。

四、体现雍城完整布局与功能的郊外建筑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除城内宫室之外，
雍城时期秦国诸多重要礼仪活动要在城郊举行，
不同的礼仪活动在相应的地点，由于是固定场
所，所以必有建筑存在，其大多分布于近郊地区，
如考古发现的“年宫”、“橐泉宫”瓦当和不知宫名
称谓的南郊三岔建筑遗址、西郊塔陵村战国宫殿
建筑遗址和西南郊六塚村战国建筑遗址等，还有
如“蕲年宫”则置于郊外距离更远一点的地方。
后来随着秦都城的东迁，原宫城与近郊建筑已弃
之不用，而雍城仍作为一座“圣城”，秦汉时期的
诸多重大礼仪活动仍然要在这里举行，如秦始皇
登基时的加冕典礼，汉武帝之前的西汉多位皇帝
亲临雍城的郊祀活动等，于是在原“蕲年宫”的基
础上修葺了多宫在一起的“群宫”象征建筑，在孙
家南头村同一建筑遗址上就发现“蕲年宫”、“来
谷宫”、“橐泉宫”、“竹泉宫”多个文字瓦当，其目
的可能是考虑到皇帝每年只来一次雍城的活动

中，尽量在一地或邻近地方完成所有的祭祀程
序。在该组建筑遗址附近还发现“羽阳宫”文字
瓦当与“汧共（供）厨”祭器等，在城西约２０公里
的雍山血池一带新发现一处西汉建筑遗址，推断
可能与文献所记汉高祖刘邦的雍北畤有关。除
此之外，城东凹里村的秦汉时期建筑遗址当是通
往雍地的东西交通道路上的行宫；孙家南头仓储
建筑遗址系西汉大型漕运仓储建筑基址，可能
就是瓦当所指的“百万石仓”。该建筑遗址所在
地也发现东周时期同属性建筑，判断秦国当时
的仓储码头也在此地，由此推断秦穆公时期秦
国将大量的粮食装船运往晋国的“泛舟之役”起
点即在这里，这虽与郊外礼仪建筑无关，但它为
雍城郊外交通口岸的布设研究提供了重要资

料［３６］。

五、余论

作为东周时期秦国“九都八迁”历程中置都
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保存较好的一处正式都城，
从“都、城、邑”的功能与层次结构比较，雍城达到
具备正式都城的条件，而且后来随着秦都东迁，
这里作为一处古城“圣都”的影响直至汉武帝时
期，成为“汉承秦制”的历史典范。
据《尔雅·释宫》：“都者，国君所居，任所都

会也”。以量化的标准，秦都雍城所具备的条件：
国君驻地，为国家王道之象征；设宗庙，系先王之
主，是国家根基之象征；较多聚落与人口，凸显
“人所聚会”之优势；有城墙、宫室与大型建筑，是
国家政权的标志；有觐见礼仪与朝贺之礼，是与
东方六国平等礼遇的标志；有秦公陵园，是秦公
“事死如生”的安享之地；有各类作坊，是国家发
展的前提；有广阔土地，是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
雍城置都时期，历经三百余年，顺应时势，完成了
从以血缘为纽带的封国到王国的过渡，并开启了
以地缘政治为特征的帝国发展之路。
据《管子·乘马》：“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

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
而沟房省。因天才，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
道路不必中准绳”。按照秦国“都、城、邑”东迁路
径，雍城数第六处，之前每个地方停留时间不长
久，究其原因是由于外部环境造成其生存空间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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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具体表现在西戎的袭扰与本身土地与人口资
源环境的不足。为寻找安稳的发展空间，战略防
御功能就显得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秦人选择了
雍城，“城堑河濒”的战略防御优势与良好的环境
资源营造了这里作为长久之都的可靠条件，秦国
在此得以蓄势发展，为东进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雍城的自然环境支撑了其战略防御的主要
需求，此前提下的其他要素则居于次要位置，所
以秦人没有苛求于环境上的不足，而是顺应自
然，形成“沿河而居，顺水而建”的城市格局，此当
为后世之借鉴。
雍城城内主宫殿区的分布较为清楚，建筑朝

向为坐北向南，目前对整个城市的朝向判断有坐
西向东、坐北向南两种说法［３７］。从对雍城道路
考古调查情况分析，城东、西、南三面均有城门，
北门不清楚，根据出城主路径分析，主门当在南，
这样也正好与秦公陵区的北门互通，基于这一
点，笔者赞同坐北朝南说。
据《吴越春秋》：“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

秦雍城初期营建是从南部逐渐向北推移与扩建，
城市规划布局当在秦悼公“城雍”之后才走向成
熟。城以墙为界，城内当至少有内城区和外城区
之别，内城为城，为朝宫、官署和贵族所居，外城
为郭，为国人所居。雍城时期，各列国城郭形态
虽存在形式上的差异，但其共同具有的大城、小
城则普遍存在。如两城连接、多城连接、内外套
合与单一城圈内附属设施等［３８］。从最新雍城城
址考古调查结果分析，除早期东南角宫区外，后
期城内各聚落区的高等级建筑偏于城的里侧，而
较低等级人群居住区则贴近城墙近距离处，其间
正好被修筑城墙取土所形成的沟道分隔，似乎也
有内、外城功能之分，冀望于未来更多的考古材
料对此有权威性的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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